
【摘要】 大革命时期，国家主义派以《醒狮》为喉舌，肆意攻击中国共产

党，扰乱革命阵线。为争取青年，任弼时主持下的中国共青团与其展开了坚

决斗争：一是通过驳斥“国家至上”“全民革命”“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等具有

欺骗性的口号，揭露了国家主义派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及军阀所利用的阶级

本质；二是运用联合战线的革命策略，在组织上分化瓦解敌人，把受其影响

的青年争取过来；三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共青团组织，牢牢巩固党对中国青

年运动的领导权。

【关键词】任弼时 共青团 国家主义派

1924至1927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发动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

的“大革命”。而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派，却有意或无意地充当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该派

以《醒狮》周报为喉舌，在青年中散布“国家至上”“全民革命”“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等欺骗性口

号，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扰乱革命阵线。为争取青年，中国共产党人同国家主义派展开了坚

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主义派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大致是1925年至1926年。这一时期，共青团的工作主要

由任弼时主持①。任弼时主持下的共青团，以《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配合党对国家主义派展

开论战，为在思想上彻底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谬论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任弼时和其他领导

同志率领团员、青年积极投入五卅运动和大革命运动，在斗争中壮大团的组织，使青年团由一

个影响极微、有浓厚学生色彩的团体，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能引导青年参加实际

斗争的无产阶级战斗队，牢牢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任弼时后来回忆：“从一九二○年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青年团在中国人民中特

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负责编辑的《中国青年》

周刊，在中国学生知识界和各大城市的一部分青年工人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介绍共

产主义思想，在与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即现在的青年党）作思想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在各种

争取青年的斗争：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青团与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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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和北伐战争中，以及在广东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中，青年团员也都

是积极的参加者。”［1］这段话对共青团在批判国家主义派、争取青年运动的领导权中所起的作用

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国家主义“是我们有力量的敌人”

中国的国家主义派是从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周恩来曾指出：

“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分成两派：以李大钊、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

了国家主义。”［2］

1923年12月，旅法的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者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1924年8月，随着

中国青年党骨干曾琦、李璜等回国，国家主义派的活动中心也转移到国内。国家主义派于1924

年10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并以该刊为喉舌，故又称“醒狮派”。他们标榜“国家主义是目前

中国拨乱救亡之唯一良药”［3］，提出“爱国救国”“全民革命”［4］“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内除国贼，

外抗强权”［5］等口号。这些口号富于欺骗性，初看起来似乎是爱国的、进步的，再加上国家主义

派卖力地宣传，就使得许多革命情绪很高但对革命理论尚未彻底明了的青年误投罗网。当时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青年陈云就一度相信国家主义。他在后来写的一份自传中说：“以

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6］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国家主义派趁机加快组织发展，在各地

先后成立先声社、国魂社、孤军社、中国少年自强会、独一社、惿社、国光社、复旦国家主义青年

团、大夏青年团、大江会等30多个国家主义团体，并于12月成立了“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

一时有“风起云涌”［7］之势。为了“同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青少年”［8］，国家主义派还于1925年

10月成立了“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国家主义的风起云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高度重视。任弼时在共青团内部

刊物《中学校刊》1925年3、4月合刊中指出：“现在国内国家主义盛倡一时，他们的宣传比我们

更努力，故他们现在是我们有力量的敌人，各地的同志应开始作反对的宣传。”［9］1925年10月

上旬，任弼时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大会决议案指出：“国家主义者，戴季陶派以及一般智

识阶级的各种落后反动的思想，反映着各种程度资产阶级的心理，一天天抬起头来了。所以

目前本团团员的工作，最要是在宣传方面，须用文字图画或口头的宣传，煽动群众，使加入革

命的斗争，并且需要利用各种机会，用本团名义作各种公开的宣传或活动，以坚固我们在群众

中的指导地位”，“本团应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一切妨碍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奋斗，在各种行动

斗争中，去批评反动思想的错误。”［10］会后，任弼时与林育南、恽代英等先后签发多份团中央

通告（第九十一号、九十三号、一一〇号、一一二号等），要求对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新老右派

的联合攻击展开反击，强调必须“从思想方面打倒敌人的势力”，不然“为反动派所乘，使群众

有离开我们之危险。”［11］这一系列通告，为开展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指明了方向。

二、“从思想方面打倒敌人的势力”

为批驳国家主义派的谬论，从思想方面打倒敌人的势力，争取受他们欺骗的青年，共青团

以《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配合党刊《向导》，同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1925年10月，任弼时

主持召开的团中央扩大会通过《政治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中国青年》“此后应完全改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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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真正争斗的机关报，应对各种政治问题，详加解释与批评”“应严重的攻击所有反动的思想，

并积极宣传本团的主张。”［12］任弼时、林育南等团中央领导人，都曾作为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

设的编辑部成员，指导《中国青年》编辑工作，并撰写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恽代英曾任团中央

宣传部主任和《中国青年》主编。萧楚女曾协助恽代英参加团中央领导工作和编辑《中国青

年》。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组织发表了一大批揭露、批判国家主义的文章，并编辑出版反

国家主义丛书。据不完全统计，在1925年到1926年两年中，《中国青年》有42期共78篇文章

或短评，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进行揭露和批判；1927年上半年又发表15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

文章或短评。只要读一读这些论战文章的标题，如《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和他们这五个月

来的宣传算一算账》《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评醒狮派》《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答醒

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讨论国家主义并质曾琦》《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个好朋友——国民

党右派和醒狮派》《请看国家主义者怎样外抗强权》《醒狮派——最反动势力的结晶》《“醒狮”

派的马脚》《我们的功罪——斥醒狮派诸领袖》《破产的国家主义》等，我们就立刻能感受到那

种犀利的战斗性。中国青年社还于1925年10月出版了萧楚女撰写的《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一

书。该书共分为二十七节，对《醒狮》周报从第一期至五十期所散布的各种反动观点进行逐一

批驳，对国家主义派的反革命谬论作了系统清算。

笔战之外，还有舌战。据阳翰笙回忆：“当时国家主义派和我们争夺青年，在上海、南京一

带活动很厉害，我们和他们的斗争非常激烈。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受帝国主义豢养的、凶相毕

露的国家主义派，我们作了大量准备。凡是曾琦、李璜、余家菊、左舜生常去活动的地方，我们

也都在那里作好布置，和他们唱对台戏。他们的人一讲完，我们就立即有人接上去讲，针锋相

对，逐条批驳。”［13］还有人回忆说：“在上海，萧楚女曾应邀与曾琦对台讲演，他透彻的说理和

超人的口才赢得一片掌声，相形之下，曾琦当场出丑，被听众轰下台来。国家主义分子对萧楚

女又怕又恨，骂他为共产‘瘤神’。”［14］可见，当时的论战是很激烈的。

在任弼时主持下的中国共青团，是怎样从理论上驳倒国家主义派谬论的呢？

（一）“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驳超阶级的国家观

团中央转发的党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指出：“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

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因为站在国家主义上面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帝国主义

者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尤其要指摘国家主

义者卖国家骗民众的具体事实，在民众中宣传。”［15］

国家主义派宣扬“国家至上”“爱国保种”，主张“个人依国家而存在，无国家即无个人，所以

应当牺牲个人，尽忠于国家。”［16］萧楚女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驳斥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国家

观，深刻阐明了国家的阶级属性，指出“国家是统治者压服被统治者——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

工具”“只拿《醒狮》不及《向导》受摧残之甚和醒狮派人不及共产党人在在有生命的危险二事

看，就已足够证明国家是‘阶级的’了！”［17］

国家主义派诬称五卅运动是国家主义的运动，企图将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相混淆，说什么

“岂有爱国而不讲国家主义者耶？”［18］针对这种谬论，恽代英驳斥道：共产党人也爱国家，也保种

族，但却绝对反对所谓国家主义，因为共产党人的爱国观点与国家主义的“爱国”是根本不同

的。“我们主张民族独立，全中国的解放，与他们那样主张反对阶级争斗的国家主义！如何能混

为一谈呢？”［19］恽代英还用国家主义派在五卅运动中扰乱革命群众救国行动的事实表现，揭露

了他们“爱国”的虚伪。“国家主义者醒狮派，沪案发生，他们高高坐着，七嘴八舌说：‘爱国！爱

国！’国是空空爱得好的？他们实际为国家，做了什么工作？”［20］“国家主义者虽然满口爱国，但

在实际上反会卖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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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树立民众在政治上的权威——驳“全民革命”

国家主义派主张不分阶级的全民革命，竭力反对工农运动，反对在国民革命的同时进行阶

级斗争，认为鼓吹阶级斗争会“减杀对外之战斗力”。任弼时、恽代英等通过揭示阶级斗争存在

的事实，阐述阶级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必要性，驳斥了这种谬论。

任弼时指出：“自‘五卅’运动以来，阶级分化作用日见明显，各地大商买办阶级，均已与帝

国主义妥协，即是小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势力之膨胀，亦表示畏惧而日渐趋于消极或反

动。因阶级分化所反应的阶级思想亦渐形成。他们不独不与革命势力合作而参加实际斗争，

并且妨碍无产阶级斗争的行动，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22］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之所以能取

得一定成功，正是“因为受了群众运动的刺激与鼓动的功效。”［23］

恽代英更深刻地指出：“我们丝毫不让步的反对国家主义，正因为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

拿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他们都是想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一方

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

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24］

他强调，阶级斗争不仅不会妨害而且还会助力国民革命。“为了国民革命而防止阶级争斗，是一

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25］。

（三）“不要信那反苏联及反北伐的宣传”——揭露“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反共反苏真面目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本来是五四运动期间提出的一句口号，与“外争主权，内惩

国贼”一样，在当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涵。但这一口号到国家主义派手里，却被篡改了

革命内涵，成为其国内反共、国际反苏的工具。他们高喊“外抗强权”，却不敢提出反帝的口号，

反而把援助中国革命的苏俄（苏联）视为“强权”；他们高喊“内除国贼”，但对新旧军阀这些真正

的国贼不过表面上骂几句，真正要反的却是中国共产党。任弼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主义

者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原则，绝对反对苏俄与共产党。”［26］

针对国家主义派鼓吹“外不亲善”、反对联合苏俄的主张，任弼时指出：“我们在反对帝国主

义的运动中，应极力注意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势力联络，绝非国家主义者

的清高理论所说的，只以中国民众力量就可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这种清高的国家主义理论，

无异于使中国民族革命成功的期限延长，实质上则等于援助帝国主义者施行殖民政策延长机

会。”［27］他在签发的团中央通告中，要求各地团组织在宣传中“务须指明压迫我们的只是各资本帝

国主义国之政府”“不应立脚在反动的国家主义上面，反对一切外国及外国人”［28］，要注意宣传“中

国的解放必得与世界革命相联络”，宣传“十月革命后苏俄帮助中国民族运动的事实”，揭露“醒狮

派的国家主义，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来破坏被压迫的国家和苏俄间之反帝联合战线。”［29］

1926年11月，任弼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解放运动》一文。文章驳斥“醒

狮派”攻击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北伐就是助长苏联及共产党势力发展”等谬论，指出英日帝

国主义援助封建军阀，目的“是想巩固自己在华的势力”“割据或瓜分中国领土”；而苏联援助民

族解放运动及广东政府，目的“是扶助中国民众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并发展民众的革命实

力，使中国达到独立与自主的成功”，两者根本目的截然不同。文章又指出：“我们应当明白战

争的性质然后决定我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北伐战争是“反抗压迫取得大多数民众利益与自由

的战争”，与军阀间“争权夺利割据地盘的战争”有“不同的性质”。文章最后呼吁全国被压迫民

众“应当更加认清苏联是中国民众的朋友，不要信那反苏联及反北伐的宣传。”［30］

（四）国家主义“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及军阀所利用”——揭露国家主义派的阶级本质

在剖析了国家主义派的种种反动谬论后，任弼时、恽代英等对国家主义派的阶级本质作了

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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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指出，国家主义分子是“代表残余的封建阶级思想的，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及军阀所

利用”的势力，在革命过程中起反革命的作用［31］。“那些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说北伐就是助

长苏联及共产党势力发展因而反对北伐的醒狮社诸先生们的主张都是违背民众利益的。这客

观上不是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利用了还是什么？”［32］他指出，“还有一个客观上被帝国主义利用而

无群众的国家主义青年组织”，“他们的领袖分子，若不从思想上根本改变其错误，则显然将流

于反革命之一途，变成西欧的法西斯党。”［33］

恽代英对国家主义的发生起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

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是仇视无产阶级，企图征服无产阶级的主义”。一部分

小资产阶级因大战受到损害，将痛苦的原因归咎于无产阶级的罢工、暴动，并且惧怕无产阶级

一旦得势，必“共”他们之“产”，“于是他们集其仇恨与恐惧于无产阶级身上，甘为帝国主义大资

产阶级的工具作反共反俄争斗的最凶猛的后备军。”［34］

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还冲破阻力，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该

文最先刊登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编印的《革命》第4期上；1926年2月《中

国农民》给以转载。后经修改，于1926年3月在《中国青年》第116期和117期上进行了连载。文

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作了分析，并告诉革命青年如

何分清敌友。关于国家主义派，文章分析道：“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

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发展必须附属于帝国主义”，“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

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35］“一

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

们的敌人。”［36］这些精辟的分析，对于提高青年觉悟、明确斗争方向起了积极作用。

三、“结成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以与反动的联合战线对抗”

慑于大革命高潮中民众运动的强大力量，直、奉等不同派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结成

“反赤”联盟。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也在“反赤”的口号下走向合流。为了击败

国家主义派，不仅要在思想上战胜反动派的理论，以取得群众的信仰，而且要在组织上分化瓦

解敌人，把受其影响的青年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共青团在与国家主义派争取青年的斗争中，十

分重视运用联合战线的革命策略。

一是分化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右派的结合。1926年1月，任弼时撰写了《联合战线问题》一

文，发表在团中央内部刊物《中学校刊》第2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任弼时提醒大家高度警惕国

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右派合流的危险，并号召“结成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以与反动的联合战线对

抗。”他说：“在目前民族革命斗争中，我们若是不能运用联合战线策略，使国民党右派与反动的

国家主义者脱离，而和我们一致对付国家主义者，形成革命的联合战线，与一切反革命势力对

抗，客观上极容易促成一切反革命势力结合形成反革命联合战线而一致对付我们。因此我们

须处处注意防止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分子结合，并须设法使已形成的结合能分化而破裂，力

求在行动上与右派结合革命的联合战线。”［37］此外，任弼时还在与林育南联名签发的团中央通

告（第一○九号）中指出，“应巩固左派学生的势力，拉拢中立派的学生群众，力求避免在客观上

种种不必要的分裂现象，使学生组织上能统一”［38］；在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一三一号）中要求发

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争取国民党右派，合力对付国家主义派［39］。

二是分化国家主义派的上层领袖和下层群众。任弼时强调，要“借联合战线策略，在行动

中去揭破反动领袖的黑幕而取得其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仰”，他指出，“我们对于实际为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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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军阀所御用而无群众的国家主义者的首领，应在理论上行动上加以攻击。使一班群众（他们

领导的群众在内）了解他们违反民众利益之种种反革命的勾当，而使成为众矢所集之公敌，以求

消灭他们在群众中的作用。”［40］他在和林育南联名签发的团中央通告中，要求各地团组织派“观点

明确而忠实”的同志，了解国家主义等反动派的组织内容及活动，争取反动组织中的进步分子；

“在有反动派主持或参加之公开团体中，我们同学应极力参加，注意下层群众的宣传以取得领导

的地位；在群众尚未信仰我们及事实上不必要时，我们不必明显的与对方冲突或分裂。”［41］任弼

时还签发团中央通告，要求对醒狮派应予“痛驳”，但在策略上只可攻击醒狮派中少数领袖分子

及挂国家主义招牌的少数教员，“万不可谩骂迷信国家主义的学生，以致影响当地学生运动的

统一。”［42］在此思想指导下，共青团中央在《中国青年》上公开发表《告孤军社醒狮社诸君及一般

国家主义的青年》，希望他们放开眼光，捐除成见，暂为放下一切不同的意见，协力一致地参加

为中国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众运动。“我们愿意与你们共同负起救中国的大责任，我们愿意与

你们共同准备与一切压迫破坏这个民众运动的反动势力奋斗。我们很希望你们能在实际行动

中间将你们素所高叫的救国主义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43］

“国家主义青年组织里的极少数青年，本来是趋向于革命的，不过他们一时迷于反动的思

想”［44］。因此，随着在大革命进程中国家主义派反动面目的逐步暴露，并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共青团的坚决斗争和一系列细致的工作，到1926年下半年，许多国家主义派组织纷纷瓦解。

如“少年中国自强学会”“起舞社”等纷纷自行解散，并宣布“愿意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青年

团体合作”。一些受国家主义欺骗和迷惑的青年逐渐觉悟过来，纷纷发表文章揭露国家主义的

宗旨“并不是救国乃是卖国”，因此，再不愿做他们的殉葬品。国家主义派在青年中的影响日益

缩小。国家主义派头目曾琦无奈地哀叹“赤焰熏天势莫当，纷纷余子竞投降”［45］。

四、在斗争中扩大组织，巩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任弼时指出：“革命事业的成功绝非纸上宣传的力量可以做到，少不了要亲自深入群众，与

革命的群众接触而明白他们的心理和需要，且指导他们应进行的组织和活动的工作，注意取得

民众的大多数。遇到必要的时候，流血牺牲亦为革命中不可避免的。”［46］共青团之所以能够赢

得广大青年的支持，是由于共青团勇敢地走在五卅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不惜流血

牺牲，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牢牢把握住党对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这也是共青团

能够在争取青年的斗争中打败国家主义派等反动派的根本原因。

五卅运动期间，任弼时连续签发团中央通告，号召将反帝运动扩大到全国，指示各地团组

织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还同恽代英等直接领导上海学生运动，经常出席会议，听取各校汇

报，部署行动。1925年6月26日，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任弼时参加大会的指

导工作，恽代英担任大会党团书记，共青团员杨善南担任大会主席。杨善南在大会开幕式的讲

话中指出，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口号已显笼统，应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内军阀”为口

号［47］。大会通过大会宣言、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章程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议决案》等文件，通

电全国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号召全国各地学生联合会及各团体罢课游行，举行示威

运动，以为支援。这些文件大都是根据恽代英的意见起草，又经恽代英、任弼时修改后提交大

会通过的。这次大会后，各地学生会组织空前发展。

国家主义分子原把持了一些学校校务，并在教育界和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力。他们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十分不满，联合国民党右派并结合反动派教职员企图分裂全国学生运

动。他们提出“肃清赤化学生运动”的口号，发表《共产党把持下之全国学生总会》等文章，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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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小册，宣传煽动各地学联反对全国学生总会。共青团指导全国学生总会，批驳了国家主义

派散布的“赤化”“过激”等种种谬论，揭露“国家主义者污蔑学生人格图谋破坏学生运动统一”

的阴谋，努力教育和争取一部分受国家主义派欺骗的青年学生，巩固和发展学生运动的统一战

线，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权。

国家主义派还企图破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9月，《醒狮》周报发表《为上海总工

会鸣不平》，鼓吹工会“宜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人参与其间，暗施操纵之术”。他们在

上海成立“工人救国团”，开办“工余学校”，在工人中宣传国家主义［48］。为巩固党对工人运动的

领导，任弼时多次在团的会议里强调要学生组织工人夜校，教育青年工人。据杨之华回忆，“当

时，在上海凡有青年团员的大学，几乎都附设了工人夜校，对工人进行革命宣传。”［49］

五卅运动中，广大青年爱国热情高涨，国家主义派在标榜“爱国”的同时极力扩大组织，与

我们党争夺青年群众。任弼时领导下的共青团，一方面努力揭露国家主义派假爱国实为反革

命的本质，防止青年上当受骗、误投罗网，另一方面十分重视在运动中扩大组织、加强团的自身

建设。1925年6月12日，任弼时签发团中央通告（第五十五号），强调“这次运动普及全国，我们

应努力在此中注意吸收同学，凡是从前没有我们同学的青年群体中（如学校工厂等），我们应借

这次机会，打进我们的势力，散播我们的种子。”［50］7月21日，他又签发团中央通告（第六十二

号），强调“盖在这次全国群众的行动中，实给我们以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

们极大的过错。”［51］团的组织在五卅运动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据1925年9月统计，全国团员人

数由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9000多人，增加了2.7倍［52］。共青团还将3000多名团员输送给

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1925年10月上旬，任弼时在北京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这次扩大会向全团提出了“深入

群众”的中心口号，任弼时在会后撰写的《本届扩大会议的重要意义及其解释》一文中指出：“现

在是革命运动高涨，民众需要指导的时期，我们就是指导群众斗争的组织；若是不能深入群众

领导他们斗争，则趋向于革命的群众，将为反动势力所领导，助长反动势力之发展，对于革命

的前途不能不受一极大之打击，在革命者的本身看来，这种消极的应付，无异于是反革命的表

示。”［53］这次扩大会后，团的组织发展迅速。至1926年5月底，全国除贵州、新疆、西藏、甘肃以

外，绝大多数省市都已建立团的组织。到1926年7月，经年龄分化之后，全团人数已发展到

10072人［54］。

北伐战争开始后不久，1926年7月19日至22日，任弼时在上海再次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

会，着重提出“青年群众化”的口号。会议强调，“在此种革命潮流中，青年群众都浮动起来，若

不使之加入我们的组织，受我们的领导，则大有走入反动派的组织为敌人利用的危险。因此，

发展组织，以应付目前领导青年群众的需要，仍是本团组织上重要的工作。”［55］会议通过了一

系列具体实施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的决议案，为领导各方面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在

斗争过程中发展组织指明了方向。在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和工农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经过

团的青年群众化，团的组织又有了巨大发展。到1927年5月共青团四大时，全国团员人数已

达35000人［56］。

从团的三大到四大，共青团已经从一个“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了很浓厚的学生色彩的青

年团体”［57］，发展成为团结广大青年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先锋队。共青团通过带领广大

青年进行坚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扩大组织，使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挫败了国

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的企图，牢牢巩固了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大革命时期任弼时主持下的中国共青团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

通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观点，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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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团结教育了广大青年，为青年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最

后，为了同国家主义派等反动派争取青年，团组织深刻认识到深入群众、领导群众为自身利益

而斗争的重要性，从而使团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做好当前的青年

工作，切实保持和增强青年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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